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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景教在蒙古族历史中的传播、兴衰与当代影响

罗晓平 神父

引言

北方蒙古草原是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交融的核心枢纽，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

生存方式、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让这片土地成为外来宗教传播、扎根、流变的

重要场域。在蒙古族漫长的信仰发展历程中，本土原生的萨满教长期占据主导地

位，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先后传入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景教

是最早系统性传入蒙古诸部、深度参与蒙古贵族政治体系、短暂形成规模化传播

态势的外来基督教分支。

景教不同于后世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新教，其适配东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的双重特质，使其得以在唐代突破地域壁垒传入中原，又在中原禁教危机中转向

北方草原存续，最终在蒙古民族崛起的历史浪潮中迎来鼎盛。从 11 世纪蒙古草

原部族零星信仰，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贵族普及，再到蒙元王朝举国建制化发展，

景教一度成为与萨满教、佛教并行的重要宗教，深刻影响了蒙古皇室婚姻体系、

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与对外交流模式。

然而相较于持续传承、深度融入蒙古民族文化的萨满教与藏传佛教，景教在

蒙古族的存续呈现出 “骤盛骤衰” 的鲜明特征。元末政权更迭、宗教生态重构、

外部文明冲击、自身传播局限等多重因素叠加，让盛极一时的蒙古景教迅速消亡，

未形成常态化的民族信仰传承。时至今日，景教虽已不再是蒙古族的主流信仰，

但其留存的文物遗存、文化符号、历史记忆，仍镌刻在蒙古族文明发展脉络中，

成为欧亚草原文明交融的重要见证。

基于此，本文遵循 “起源溯源 — 传播历程 — 鼎盛发展 — 消亡探因 —

当代遗存” 的逻辑脉络，全方位梳理景教在蒙古族历史中的产生、发展、衰落

全过程，厘清景教与蒙古族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弥补草原小众宗教流

变研究的细节空白。

一、景教的本源、起源与整体东传历程

（一）景教的核心定义与教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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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正式名称为聂斯脱里派基督教，是公元 5 世纪诞生于西亚的基督教

东方分支，“景教” 为其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称谓，取 “光明、远大、大道”

之意，契合东方文化语义，寓意 “光明普照之教”。其起源源于基督教早期的

教义分歧与教会分裂，核心创始人是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里。

公元 431 年，基督教以弗所大公会议判定聂斯脱里教义为 “异端”，核心

争议围绕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圣母称谓展开。聂斯脱里主张 “基督二性二

位论”，认为耶稣兼具完整的神性与人性，神性来自天主，人性来自凡人母亲，

二者相互依存但互不混淆，因此反对将圣母玛利亚称为 “天主之母”，仅认可

其为 “耶稣肉身之母”。这一教义与当时罗马教会推崇的 “基督两性一位论”

形成根本分歧，最终导致聂斯脱里被革除教职、流放异域，其追随者被迫脱离拜

占庭教会，向东迁徙避难，逐步形成独立的聂斯脱里派教会。

相较于西方正统基督教，景教具备极强的东方适配性，这也是其能够跨越中

亚荒漠、传入中国草原与中原的核心优势。其一，教义简约包容，摒弃了西方教

会繁琐的仪式与严苛的教规，简化洗礼、礼拜、斋戒等核心仪式，适配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生活模式；其二，文化包容性强，不强制排斥本土民俗

信仰，允许信徒保留部分传统祭祀、祈福习俗，降低了跨文化传播的阻力；其三，

组织灵活，无严格的层级固化体系，传教士多依托商贸路线、部族联盟开展传播，

机动性强、适配性广。

正是这种兼容、灵活、务实的特质，让景教避开了西方宗教的排他性桎梏，

成为古代欧亚大陆传播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的基督教东方分支。

（二）景教的西亚起源与中亚扩散

公元 5 世纪中叶，聂斯脱里及其信徒流亡波斯萨珊王朝，得到波斯王室的

包容与庇护，正式扎根西亚地区，建立独立的教会体系与教区制度，总部设于波

斯泰西封。此后数百年间，景教在波斯境内快速发展，摆脱 “异端” 标签，成

为萨珊王朝认可的合法宗教，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神职体系、传教制度与信众群体。

公元 6—7 世纪，景教开启大规模东扩进程，沿着中亚绿洲城邦、草原商贸

路线逐步渗透。先后传入阿富汗、粟特、突厥斯坦等中亚地区，依托粟特商人、

突厥部族的流动轨迹快速扩散。粟特人作为古代中亚最核心的商贸族群，常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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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于欧亚大陆，成为景教东传的核心媒介，将景教教义、经文、仪式带入北方草

原与中原地区。

至公元 7 世纪初，景教已在中亚突厥诸部中形成规模化传播，部分突厥部

族全民皈依景教，为后续传入蒙古草原、扎根蒙古诸部奠定了重要的族群与地域

基础。

（三）景教传入中原与唐末草原转型

景教正式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始于唐代贞观九年（635 年），叙利亚传教士阿

罗本携经卷、教义抵达长安，朝见唐太宗。唐太宗秉持开明的宗教政策，认可景

教传播，下诏准许其在长安建寺传教，初称 “波斯经教”。

唐建中二年（781 年），景教信徒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长安，详细

记载景教入唐百年的传播历程、教义体系与皇室优待政策，成为景教在中原传播

的核心实物佐证。在唐代开明包容的宗教环境下，景教快速发展，鼎盛时期在长

安、洛阳、扬州、成都等数十座城市建有景教寺院，信众涵盖官员、百姓、胡人

商旅等多个群体，成为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并行的主流外来宗教。

唐会昌五年（845 年），唐武宗推行大规模灭佛运动，实行 “废佛、禁外

来诸教” 政策，景教、摩尼教、袄教等外来宗教均被取缔，寺院被毁、经卷遭

焚、传教士被驱逐，中原景教彻底绝迹。

此次禁教事件成为景教传播的重要转折点，中原传播路径彻底中断，大量景

教传教士、信徒被迫逃离中原，向北迁徙至河西走廊、漠北草原、西域地区避难。

依托北方草原相对宽松的宗教环境，景教得以延续香火，开启扎根北方草原、面

向游牧民族传播的新阶段，为后续进入蒙古诸部、在蒙元鼎盛发展埋下伏笔。

二、成吉思汗时代景教在蒙古草原的初步传播

（一）蒙古草原景教传播的前期基础

唐末以后，中原景教消亡，但北方草原的景教传播从未中断。历经五代、辽、

宋、金数百年发展，景教在漠北、漠南草原持续渗透，依托草原丝绸之路的商贸

往来、部族联姻、人口迁徙，逐步在蒙古草原西部、南部部族扎根，形成稳定的

信众群体与传教据点。

辽金时期，景教已成为蒙古草原部分核心部族的主流信仰，其中克烈部、汪

古部、乃蛮部是最早、最核心的景教信仰部族，这三大部族也是成吉思汗统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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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草原过程中最重要的盟友与对手，为景教进入蒙古核心统治圈层提供了关键载

体。

克烈部是漠北草原最强的游牧部族之一，游牧范围涵盖今蒙古国中部、内蒙

古北部草原，早在 11 世纪初便全员皈依景教，是蒙古草原最早的景教部族。史

料记载，克烈部首领王汗（脱斡邻勒）是虔诚的景教信徒，部族内部建有固定的

祈祷场所，保留景教洗礼、十字祈福等核心仪式。

汪古部游牧于漠南阴山南北、河套地区，地处中原与漠北草原的交通枢纽，

商贸发达、文明交融频繁，是景教传播的核心枢纽部族。汪古部世代信奉景教，

贵族阶层普遍笃信教义，家族传承景教信仰，留存大量景教墓葬、十字纹饰文物。

乃蛮部盘踞阿尔泰山南北，毗邻中亚景教核心传播区，受中亚景教文化深度

辐射，12 世纪已形成规模化景教信仰群体，部族贵族多为景教信徒，留存的叙

利亚文景教铭文可佐证其信仰普及程度。

这三大部族的景教信仰积淀，让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草原具备了成熟的景教

传播土壤，无需从零构建信仰体系，为景教快速融入蒙古核心圈层提供了核心基

础。

（二）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与景教的圈层渗透

12世纪末，蒙古草原部族林立、战乱纷争，铁木真（成吉思汗）开启统一蒙

古草原的征程。在统一战争中，成吉思汗采取 “兼容并蓄、因俗而治” 的宗教

政策，不排斥任何合法宗教，尊重各部族固有信仰，以此收拢各部族民心、巩固

统一大业，为景教的存续与传播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军事联盟与部族兼并过程中，景教信仰部族尽数纳入蒙古统一体系，景教

随之进入蒙古核心统治圈层，实现从 “边缘部族信仰” 向 “蒙古整体信仰”

的突破。

其一，部族联盟带来信仰融合。成吉思汗早年与克烈部王汗结为安答（兄弟），

长期依附克烈部发展，深度接触景教文化。克烈部作为景教核心部族，其贵族的

信仰习俗、宗教仪式深刻影响了早期蒙古贵族圈层。即便后期蒙古与克烈部决裂，

兼并了克烈部，景教信仰依然在蒙古贵族中保留延续。

其二，贵族联姻推动信仰普及。蒙古皇室长期与景教部族贵族联姻，形成固

定的通婚体系。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迎娶克烈部、汪古部景教贵族女子为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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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克烈部贵族、虔诚景教

徒）。她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位大汗的生母，被称为 “四帝

之母”，其个人的景教信仰深刻影响了窝阔台、蒙哥两代汗廷的宗教氛围，让景

教在蒙古皇室拥有极高的地位。

其三，兼并战争扩大传播范围。成吉思汗统一乃蛮、克烈、汪古等景教部族

后，将各部民众纳入蒙古万户、千户体系，人口的整合让景教信仰从局部草原扩

散至整个蒙古草原，普通蒙古牧民开始接触、接纳景教教义与仪式。

在成吉思汗时代，景教并未取代萨满教的主流地位，但已正式进入蒙古统治

核心圈层，成为蒙古贵族阶层的重要信仰，完成了在蒙古族群体中扎根、立足的

关键阶段，为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的鼎盛发展奠定了政治与民众基础。

（三）成吉思汗时代景教的传播特征

这一阶段的景教传播呈现三大鲜明特征。第一，圈层集中化，信仰群体高度

集中于皇室贵族、汪古、克烈、乃蛮等西部部族，普通蒙古核心部族信众较少，

尚未实现全民普及。第二，依附政治化，景教传播完全依托蒙古部族政治联盟、

皇室联姻体系，无独立的传教体系，兴衰与蒙古贵族政治深度绑定。第三，文化

兼容化，蒙古信徒并未摒弃本土萨满教，形成 “萨满教为主、景教为辅” 的双

重信仰模式，既保留萨满祭天、祈福、驱邪传统，又践行景教十字祈祷、斋戒仪

式，宗教融合特征显著。

三、蒙元鼎盛时期景教在蒙古族的全面发展

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贵由、蒙哥相继执掌蒙古汗廷，至忽必烈建立元朝、

统一全国，近百年间景教迎来在蒙古族历史中的鼎盛黄金期。从贵族专属信仰发

展为全国性合法宗教，从草原局部传播拓展至全国范围，形成建制化、规模化、

体系化的发展格局，成为蒙元王朝最具影响力的外来宗教之一。

（一）蒙古汗廷的宗教优待政策

窝阔台、蒙哥等历代大汗延续成吉思汗包容开放的宗教政策，且进一步提升

景教的政治地位，给予景教信徒、神职人员极高的特权。相较于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景教因深度绑定皇室贵族，成为蒙元前期最受尊崇的宗教。

贵由汗本人亲近景教，汗廷中大量景教神职人员担任顾问、祭祀官职，参与

皇室礼仪与政治决策。蒙哥汗时期，景教影响力达到顶峰，汗廷核心礼仪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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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元素，皇室祭祀、重大庆典均会举行景教祈祷仪式，景教被视为 “国教级”

尊崇宗教。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延续优待政策，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朝廷专门

设立崇福司，作为全国唯一管理景教（元朝称也里可温教）事务的官方机构，品

级高、职权广，专门掌管全国景教寺院、神职人员、宗教活动、信徒户籍，实现

了景教的官方建制化管理。

同时，元朝赋予景教徒诸多特权：景教神职人员免除赋税、徭役、兵役，寺

院拥有专属土地、财产、人口，不受地方官府管辖；普通景教信徒可减免部分赋

税，极大吸引了蒙古牧民、色目人、汉人的皈依，信众规模快速扩张。

（二）元代蒙古族景教的全域传播格局

蒙元时期，景教彻底突破草原局限，形成草原核心、全国扩散、全民渗透的

传播格局，信众覆盖蒙古贵族、军队、普通牧民、官僚阶层。

在蒙古本土草原，漠南汪古部、漠北克烈部故地成为景教核心教区，寺院林

立、信徒云集，是景教的根本根据地。内蒙古阴山、河套、赤峰、通辽等草原区

域，留存大量元代景教十字寺遗址、墓葬石刻、十字纹饰器物，印证当时信仰的

普及程度。

在中原内地，随着蒙古军队南下、元朝统一全国，景教跟随蒙古贵族、色目

官吏、驻军传入中原、江南、西南地区。大都（北京）、上都（开平）、西安、

洛阳、扬州、泉州、杭州等城市均建有大型景教十字寺，其中大都成为全国景教

的中心教区，聚集大量叙利亚、中亚、西域传教士。

从信众结构来看，蒙古族是核心主体。皇室宗亲、王公贵族大多信奉景教或

尊崇景教，蒙古军队中大量士兵皈依景教，普通蒙古牧民的信众占比持续提升。

同时，色目商旅、西域移民、部分汉人也成为景教信徒，形成以蒙古族为核心、

多民族共存的信仰群体。

（三）景教对蒙古族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入

鼎盛时期的景教，不再是单纯的外来宗教，而是深度融入蒙古族政治、礼仪、

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全方位的社会影响。

在政治层面，景教成为蒙元皇室巩固统治的文化工具。大汗通过尊崇景教、

优待信徒，团结草原西部部族、笼络西域色目群体，维系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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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神职人员作为皇室亲信，参与外交、祭祀、教化事务，成为朝廷特殊的政治

群体。

在礼仪习俗层面，景教仪式深度融入蒙古贵族生活。皇室婚丧嫁娶、登基大

典、出征祭祀、节日庆典，均会举行景教十字祈祷、祈福仪式；贵族墓葬中大量

出现十字纹饰、叙利亚文景教经文石刻，景教符号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同时，

部分景教节日、斋戒习俗被蒙古民众接纳，与传统草原节日融合共存。

在对外交流层面，景教成为蒙古帝国联通欧亚的文化纽带。蒙古景教教会与

西亚叙利亚景教总部、欧洲教会保持长期往来，传教士、信众穿梭于欧亚大陆，

推动了元代中西文化、宗教、商贸交流，让蒙古草原成为欧亚基督教文明传播的

重要节点。

在文化融合层面，景教实现了深度本土化。摒弃了西方繁琐的教义体系，适

配蒙古游牧生活，简化宗教仪式；兼容萨满教祭天、敬畏自然的理念，形成兼具

基督教内核、草原文化特质的本土化信仰形态，完全适配蒙古族的生存与文化环

境。

四、景教在蒙古族中消亡的核心成因

元末明初，盛极一时的蒙古景教快速衰落、彻底消亡，至明代中后期，蒙古

族群体中已无规模化景教信仰，景教彻底退出蒙古主流宗教体系。其消亡并非单

一因素导致，而是政权更迭、宗教竞争、外部冲击、自身缺陷、地缘格局变化多

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

（一）元朝覆灭与政治依托彻底崩塌

景教在蒙古族的传播，自始至终高度依附蒙元皇室政权，是典型的 “政治

依附型宗教”，缺乏独立的民间生存根基与传承体系，这是其快速消亡的根本原

因。

明代洪武元年（1368 年），元朝覆灭、元顺帝北逃，蒙元王朝对全国的统

治彻底终结。明朝建立后，推行排斥外来宗教、恢复本土正统的宗教政策，严厉

取缔元代盛行的也里可温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拆毁景教十字寺、驱逐西域

传教士、禁止民间景教信仰，中原地区的景教体系彻底瓦解。

北逃的北元政权实力大幅衰退，失去对中原、西域的掌控，丧失了优待景教

的政治能力与经济基础。原本依附皇室供养、官府庇护的景教寺院、神职人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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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依托，无官方经费支撑、无政治特权保障，大规模寺院荒废、神职人员四散流

亡，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彻底崩溃。

不同于萨满教扎根民间、融入民族血脉，也不同于藏传佛教拥有底层民众根

基，景教的核心信众集中于蒙古贵族阶层，随着北元贵族势力衰落、政权碎片化，

景教失去了核心传播主体，直接走向崩塌。

（二）藏传佛教的强势崛起与信仰替代

宗教内部的激烈竞争，是景教消亡的核心内部因素。蒙元时期，藏传佛教萨

迦派、格鲁派持续向蒙古草原渗透，相较于景教，藏传佛教更适配蒙古族的文化

特质、更贴合民众精神需求，最终全面取代景教的信仰地位。

其一，文化适配性更强。藏传佛教源于青藏高原游牧文明，与蒙古草原游牧

文明同根同源，其轮回转世、善恶因果、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教义，与蒙古萨

满教的世界观、价值观高度契合，极易被普通牧民接纳。而景教作为西亚外来宗

教，教义内核、文化逻辑仍与东方草原文明存在隔阂，仅能依靠政治优势传播，

难以深度扎根民间。

其二，传播体系更完善。藏传佛教拥有成熟的寺院教育、僧侣传承、活佛转

世体系，能够实现代际稳定传承；而景教依赖外来传教士传播，本土神职人员稀

缺、无系统教育体系，一旦外部传教通道中断，便无法自主延续。

其三，政治绑定持续深化。北元时期，蒙古大汗主动推崇藏传佛教，以宗教

统一凝聚草原各部、重塑统治权威。阿勒坦汗等蒙古首领大力扶持格鲁派，广建

藏传佛教寺院、册封活佛、推广佛法，让藏传佛教快速覆盖蒙古草原全境，成为

蒙古族唯一的主流正统信仰。

在藏传佛教的强势挤压下，景教的生存空间被彻底压缩，原有信众逐步改信

佛教，残存的景教仪式、习俗被佛教文化同化，最终彻底消失。

（三）中亚伊斯兰化浪潮的外部阻断

中世纪后期，中亚、西亚地区掀起全面伊斯兰化浪潮，彻底切断了景教东传

的外部源头，这是景教消亡的关键外部因素。

原本景教的核心根据地在西亚、中亚，蒙古草原景教的传教士、经卷、教义

更新均依赖中亚通道供给。14 世纪以后，帖木儿帝国崛起，在中亚、西亚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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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伊斯兰教，取缔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中亚传统景教教区尽数覆灭，景

教在西亚、中亚的千年传播体系彻底崩溃。

自此，景教东传的外部源头彻底断绝，蒙古草原残存的景教群体失去了教义

补给、神职人员输送、教会联动的所有渠道，成为孤立无援的 “孤岛信仰”。

没有外部新鲜血液补充，本土又无完善传承体系，残存的景教信仰只能逐步自然

消亡。

（四）景教自身的传播缺陷与文化局限

景教自身的先天不足，是其无法长期扎根蒙古族、实现永续传承的内在核心

原因，也是其相较于佛教、萨满教的根本短板。

第一，信仰排他性与依附性矛盾突出。景教高度依赖贵族政治，只注重上层

圈层传播，长期忽视底层牧民的信仰培育，民间根基极其薄弱。鼎盛时期虽信众

规模庞大，但多为政治优待、政策红利吸引的被动皈依，缺乏发自内心的信仰认

同，一旦政策消失、政权崩塌，信众即刻流失。

第二，本土化程度不彻底。景教虽简化仪式、兼容民俗，但核心教义、神学

体系、宗教符号依然是西亚原生体系，未真正融入蒙古族的民族文化、民俗传统、

精神内核，无法形成民族化的信仰体系，难以实现代际传承。

第三，传承体系脆弱。景教无本土化僧侣培养机制、无固定的民间传教模式、

无全民普及的信仰传统，完全依赖外来传教士与贵族阶层维系，传承链条单一、

抗风险能力极差，遭遇政治、外部危机便彻底断裂。

第四，信仰受众狭窄。景教始终未能突破贵族圈层局限，普通牧民的信仰忠

诚度极低，无法形成全民性的信仰共识，不具备长期存续的民众基础。

（五）蒙古本土萨满教的文化兜底留存

萨满教作为蒙古族原生宗教，历经千年传承，深度融入蒙古族的生产生活、

民俗礼仪、精神信仰、民族记忆，是蒙古族文化的核心根基。景教作为外来宗教，

即便在鼎盛时期，也从未取代萨满教的民间主流地位。

元末以后，外来宗教优待政策取消，蒙古草原回归本土文化本位，萨满教的

传统祭祀、祭天、祈福、驱邪习俗重新占据民间信仰主导，进一步挤压了景教的

残存生存空间。景教零散的信仰习俗逐步被萨满教、佛教同化、消解，最终彻底

融入本土宗教体系，不复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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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教在蒙古族中的当代遗存与现存影响

历经明清数百年的宗教重构与文化整合，当代蒙古族群体中已无规模化、制

度化的景教信仰与传承体系，景教不再作为独立宗教存在。但千年的传播历史，

让景教在蒙古族文化、草原文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留存大量实物遗存、

文化符号、历史记忆，依然发挥着微弱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影响。

（一）现存实物文物遗存

内蒙古草原作为景教在蒙元时期的核心传播区，留存大量珍贵的景教文物遗

存，是景教与蒙古族交融的直接实物见证。

目前内蒙古全区已发现数百处元代景教遗存，核心集中在包头、鄂尔多斯、

呼和浩特、赤峰、通辽等原汪古部、克烈部游牧区域。主要遗存包括：景教十字

寺遗址、贵族景教墓葬群、十字纹饰石刻、叙利亚文景教墓碑、景教青铜饰品、

壁画残片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阴山汪古部景教遗址群，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蒙元景教遗存，出土大量刻有十字图案、叙利亚文经文的墓碑与石刻，清晰记

载了元代蒙古族贵族的景教信仰生活、神职体系、传教活动，为研究蒙古景教历

史提供了核心实物依据。

这些文物遗存已成为北方草原宗教交融史、中西文明交流史的重要文化遗产，

被纳入地方文物保护体系，是景教留存至今最核心、最直观的历史价值。

（二）民俗文化与符号遗存

景教在数百年传播中，部分宗教符号、民俗仪式潜移默化融入蒙古族民间文

化，形成隐性的文化留存。

其一，十字符号的文化残留。十字作为景教核心符号，在元代蒙古贵族器物、

服饰、墓葬中广泛使用，部分草原地区的蒙古族传统纹饰中，依然保留简化的十

字元素，与传统云纹、兽纹融合共存，成为文明交融的隐性印记。

其二，仪式民俗的间接融合。部分蒙古族祈福、祭祀、洁净的民间仪式，依

稀保留景教洗礼、斋戒、祈祷的简化痕迹，与萨满教、佛教仪式融合，形成复合

型民俗形态，难以单独剥离，但可追溯景教文化源头。

其三，地名与历史记忆留存。部分内蒙古草原古地名、遗址名，保留元代景

教寺院、教区的历史印记，成为景教传播历史的口头与文字记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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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与文化研究的持续影响

当代语境下，景教对蒙古族的核心影响集中在历史文化与学术研究领域。景

教在蒙古草原的千年传播历程，是欧亚基督教东传史、北方草原宗教流变史、蒙

元中外交流史的核心研究课题。

学界通过对蒙古景教遗址、文物、文献的考证，厘清了古代东西方宗教传播、

游牧文明与西亚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弥补了中世纪中西交流史的细节空白。景

教与蒙古族的互动历史，充分证明了北方草原是古代世界文明交融的核心枢纽，

展现了蒙古族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特质。

同时，景教的兴衰历程，也为研究外来宗教本土化、跨文明传播规律提供了

典型样本，对当代宗教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当代信仰层面的无存续现状

从宗教信仰层面而言，当代蒙古族完全无景教传承。目前蒙古族的主流信仰

为藏传佛教与传统萨满教，民间无景教教会、无神职人员、无信徒群体、无宗教

活动，景教教义、仪式、传承体系已彻底消亡，不再具备宗教属性，仅留存历史

文化价值，无现实信仰影响力。

近现代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新教，与古代蒙古景教无直接传承关系，属于完

全独立的宗教传播体系，二者不存在信仰传承的延续性。

六、结语

景教在蒙古族历史中的千年浮沉，是一部完整的外来宗教跨文明传播、融合、

鼎盛、消亡的发展史，也是古代欧亚草原文明交融的生动缩影。从唐代中原扎根、

唐末草原存续，到成吉思汗时代贵族渗透、蒙元全域鼎盛，再到元末彻底衰落、

当代仅存文化遗存，景教与蒙古族的互动历程，呈现出鲜明的 “政治依附、骤

盛骤衰、融而不存” 的核心特征。

景教能够在蒙古草原鼎盛发展，得益于其适配游牧文明的教义特质、蒙元皇

室的政治扶持、草原开放的宗教环境、部族联姻的传播载体；而其最终彻底消亡，

根源在于过度依附政权、民间根基薄弱，叠加藏传佛教的信仰替代、中亚伊斯兰

化的外部阻断、自身传承体系的先天缺陷。

相较于深度融入蒙古族民族血脉、永续传承的萨满教与藏传佛教，景教终究

是蒙古族历史中的 “阶段性外来宗教”，未能实现彻底的民族化扎根与永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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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但不可否认的是，景教在蒙元百年鼎盛期间，深刻影响了蒙古政治格局、社

会礼仪、文化形态与对外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互动，为蒙古族文化注

入了多元的外来基因。

时至今日，景教虽已退出信仰舞台，但其留存的文物遗存、历史记忆、文明

交融经验，依然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北方草原文明、中西交流史的宝贵财富，为

后世研究跨文明传播、宗教本土化、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回望

景教在蒙古族的兴衰历程，也更能印证：唯有扎根民间、适配本土文化、融入民

族精神内核的信仰与文化，才能实现长久存续、代代传承。

2026.8.31于榆林转龙湾天主堂


